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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磁暴期间高能电子沉降（Energetic Electron Precipitation，EEP）能够加速高纬地区平流层臭氧损耗。以往研究主 

要聚焦于单个EEP事件对大气层的作用，而本研究旨在探究多次磁暴期间，由EEP引发的臭氧浓度变化规律。基于 

Aura卫星微波临边探测器（Microwave Limb Sounder，MLS）的观测数据，针对2004年8月至2015年12月发生的31次磁 

暴事件，分析了夜间条件下55°–80°纬度范围内的臭氧浓度变化特征。结果显示，在磁暴发生期间，70–80 km高度处 

臭氧平均损耗率约为10%；暴时臭氧损耗呈现明显的季节性差异，其中冬季磁暴引发的臭氧损耗最为突出。此外，本 

研究还重点探讨了2015年12月连续两次磁暴期间臭氧浓度变化的复杂过程：第一次磁暴发生时，臭氧损耗现象基本只 

发生在60 km以上高度；而第二次磁暴不仅加剧了臭氧损耗的程度，还将损耗范围向下延伸至40 km高度。通过运用 

包含D区离子化学过程的全大气社区气候模式（Whole Atmosphere Community Climate Model with the D-region ion 
chemistry，WACCM-D）的模拟，我们发现在上述两次磁暴期间，大气层中HO X与NO X的浓度先后出现两次显著的升 

高，且二者的累积效应大于两次磁暴单独作用的效应总和。这些过量的HO X与NO X，一部分在原位积累，另一部分继 

续向下传输并与低层臭氧发生化学反应，最终造成低高度区域出现大范围臭氧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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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气中的氧分子可在紫外线作用下分解为氧原子 

（Pesnell等，1999；Zawedde等，2019）。随后，这些氧 

原子会与其他氧分子结合形成臭氧，具体过程如公式（1） 

所示：  

O +hv( < 243nm) 2O
O+O +M O +M (1)

2

2 3

臭氧通过吸收紫外线辐射，可调控大气辐射平衡、 

温度与动力学过程，对生物圈至关重要。因此，明晰臭 

氧损耗机制是保护地球生命的关键所在。 

众所周知，人类活动产生的氟氯烃等物质会导致臭 

氧损耗（Solomon，1999）。事实上，像太阳活动、极地 

平流层云、行星波等自然因素同样会影响大气臭氧浓度 

（Poole和McCormick，1988；Strahan，2002）。在这些自 

然因素中，受太阳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的高能粒子沉降 

（Energetic Particle Precipitation，EPP）可显著影响大气成 

分。EPP通常包含太阳质子事件（Solar Proton Events， 

SPEs）和高能电子沉降（Energetic Electron Precipitation， 

EEP）两类（Denton等，2018；Chapman-Smith等，2023）： 

其中，SPEs由日冕物质抛射期间从太阳向外喷射的太阳 

质子（能量E >10 MeV）构成；而EEP则源于地磁扰动期间 

沉降至大气中的磁层电子（能量E >100 eV）。粒子在大气 

中的穿透深度主要由其携带的能量决定，例如，能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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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keV–1 MeV的电子可使100 km以下高度的大气成分电 

离（Fang等，2008），而能量超过30 keV的电子会显著增 

强约80 km高度大气的电离效应（Yu等，2018）。 

当这些高能粒子注入进大气层后，会与中性分子发 

生碰撞，生成HO X（H，OH，HO 2）与NO X（NO，NO 2）。 

其中，HO X因需要水蒸气参与生成，主要产生于80 km以 

下高度的大气区域，且寿命仅为数天；NO X则主要生成 

于高中间层（95 km以上高度），其损耗过程需要强烈的 

太阳辐射驱动，因此在弱光照条件下能长期存在（An
dersson等，2014）。如公式（2）所示，HO X与NO X均能参 

与一系列催化反应，导致大气臭氧浓度降低。  

XO+O X+O
X+O XO+O (2)

2

3 2

式中，X代表HO X或NO X，XO是由X与氧原子结合形成 

的中间产物，其具体形态取决于X的类型（Pesnell等， 

1999；Zhan等，2025）。 

前人已对SPEs引发的臭氧损耗进行了充分研究。 

Weeks等（1972）在1969年11月2日的SPE事件期间，观测 

到50–70 km高度处出现臭氧损耗现象。Denton等（2018） 

对191次SPEs期间平流层臭氧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在 

冬季至早春时段，芬兰上空16–24 km高度处的臭氧分压 

下降约10%。SPEs主要通过两种机制导致臭氧损耗：第 

一种以NO X为主导，通常发生在35–50 km高度区间，能 

造成轻微的臭氧损耗（约10%），但影响的持续时间较长； 

第二种由HO X驱动，一般发生在50 km以上高度，能造成 

明显但短时的臭氧衰减（Rohen等，2005；Funke等， 

2011；Nilsen等，2022）。 

由于EEP发生频率高于SPEs，近年来，研究重点逐 

渐转向探究EEP与大气臭氧的关系。Randall等（2007）首 

次对南半球（1992–2005年）由EEP生成的NO X年度变化进 

行量化分析，发现在大多数冬季期间，NO X会从中间层 

向下传输至平流层，并催化臭氧分解，这一过程被定义 

为EEP的间接效应（Indirect Effect，IE）。Rodger等 

（2010a）采用索丹屈莱离子与中性化学（Sodankylä Ion 
and Neutral Chemistry，SIC）模式研究表明，冬季EEP事 

件导致的臭氧损耗程度显著高于夏末或初秋时段的EEP 
事件。Daae等（2012）在一次持续12小时的中等强度磁暴 

期间观测到，约70 km高度处NO浓度显著升高，与此同 

时，该高度的臭氧含量下降约70%。 

尽管已有上述研究进展，但多数研究仍聚焦于单次 

EEP事件，针对磁暴期间臭氧变化的统计规律，以及连 

续磁暴过程中臭氧的变化特征，目前的研究仍不够充分。 

已知EEP主要影响60–80 km高度区间的臭氧浓度（Anders

son等，2014；Turunen等，2016；Miyoshi等，2021）， 

但通过间接效应，理论上EEP还可导致更低高度的臭氧 

损耗。为填补这些研究空白，我们对2004年8月至2015年 

12月期间发生的31次磁暴期间55°–80°纬度、20–100 km 
高度范围内夜间大气臭氧的损耗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 

同时选取2015年12月连续两次磁暴事件作为典型案例， 

重点分析冬季夜间时段的臭氧变化趋势。此外，本研究 

还借助大气化学模式，进一步探究了连续磁暴期间臭氧 

的损耗机制。 

2 数据与方法 

2.1 Aura卫星微波临边探测器 

Aura卫星于2004年7月发射并持续运行至今，其轨道 

为近极地太阳同步轨道，轨道高度约705 km，每日绕地 

球飞行约13圈，可实现全球范围内观测（Verkhoglyadova 
等，2015）。Aura卫星搭载的微波临边探测器（Micro
wave Limb Sounder，MLS）可探测地球临边的热微波辐 

射，约25 s完成一次从地面至90 km左右高度的垂直扫 

描。MLS能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臭氧观测，探测范围覆盖 

82°N–82°S纬度、10–94 km高度区间，并支持昼夜观测 

（Livesey等，2008）。由于光照可显著影响背景大气成 

分，本研究选择太阳天顶角（Sun Zenith Angle，SZA） 

>95°的夜间臭氧观测数据（Verkhoglyadova等，2015）。 

为直观呈现大气成分随高度的变化趋势，本研究采用高 

度变量Z *代替压强，在等温大气假设下，Z *与海拔高度 

具有良好的对应关系（McPeters等，2007）。Z *的定义如 

公式（3）所示（Labow等，2015）：  

Z p=16 × log 1000 (3)*
10

式中，p为压强，单位为hPa；Z *的单位为km。 

2.2 POES卫星中能质子与电子探测器 

本研究采用极轨环境卫星系列（Polar Orbiting Envir
onmental Satellite series，POES）中的五颗卫星——Me
tOp-01、MetOp-02、NOAA-15、NOAA-18与NOAA-19， 

获取沉降电子通量数据。POES卫星均为太阳同步低轨极 

地卫星，轨道高度约800 km，轨道周期约100 min。其搭 

载的中能质子与电子探测器（Medium Energy Proton and 
Electron Detector，MEPED），可通过一对垂直（90°）望远 

镜与水平（0°）望远镜探测受俘获粒子与沉降粒子（Rodger 
等，2010b）。其中，电子探测器设有E1、E2、E3三个能 

量通道，分别对应入射动能E>30、100和300 keV的电 

子；质子探测器则可探测六个能量段的质子，具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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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30–80 keV、（P2）80–240 keV、（P3）240–800 keV、 

（P4）800–2,500 keV、（P5）2,500–6,900 keV、（P6）> 
6,900 keV。需要注意的是，探测器无法完全区分电子与 

质子：能量为210–2,600 keV的质子可能对电子探测器造 

成干扰，而能量高于500 keV的电子也可能进入质子探测 

器。不过，当质子强度较低（即P4、P5通道探测到的通 

量显著低于P6通道）时，可利用P6通道的数据估算能量 

高于700 keV的电子通量（Yando等，2011；Selesnick等， 

2020）。为尽量降低质子污染，本研究完全剔除了以下两 

类通量数据：一是在南大西洋异常区（South Atlantic 
Anomaly，SAA）内部及周边区域测得的数据；二是SPEs 
发生前一天至发生后十天内测的数据（van de Kamp等， 

2016；Sinnhuber等，2016）。 

2.3 包含D区离子化学过程的全大气社区气候模式 

全大气社区气候模式（Whole Atmosphere Community 
Climate Model，WACCM）由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研 

发，是一款化学-气候通用环流模式。该模式垂直覆盖范 

围从地球表面延伸至热层（约140 km高度），水平分辨率 

为1.9°纬度、2.5°经度（Marsh等，2013）。模式中电离源 

包括三类：一是极紫外光子与软X射线光子的吸收过程； 

二是光电子的作用；三是极光区域高能粒子沉降的参数 

化过程（Roble和Ridley，1987）。 

WACCM-D模式基于WACCM模式开发而成，新增 

了D区电离层化学过程模块（Verronen等，2016）。该模式 

包含20种阳离子、21种阴离子，以及307个对D区电离层 

至关重要的离子-中性粒子反应；聚焦于EPP事件期间 

HO X与NO X主要的产生过程。离子反应参数化基于SIC模 

式实现，但对离子-离子复合机制进行简化处理来降低计 

算成本。在50 km以上高度，模式采用完全交互运行模 

式，仅受上下边界条件约束；而在50 km以下高度，模 

式则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全球建模与同化办公室的现 

代时期研究与应用再分析数据（Modern-Er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for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reanalysis）驱动 

（Molod等，2015；Garcia等，2017；Kyrölä等，2018； 

Pan等，2025）。需要注意的是，该模式在所有高度（包括 

50 km以上高度）的动力学过程主要依赖于50 km以下高 

度的风场和波动通量（Andersson等，2016；Orsolini等， 

2018；Pan等，2025）。其默认的太阳强迫场数据源自于 

CMIP6（Coupled Model Intercomparison Project Phase 6）模 

式，涵盖太阳光谱辐照度、光电离过程、加热率，以及 

由EPP产生的离子对生成率（Ion-pair Production Rates， 

IPR）。极光强迫场由Kp指数表征，中能电子沉降则采用 

Ap指数近似描述（Jackman等，2009；van de Kamp等， 

2016）。Andersson等（2016）通过将WACCM-D模式的模 

拟结果与2005年1月SPE事件的卫星观测数据进行对比， 

证实该模式能有效提升SPEs期间极区HNO 3、HCl、ClO、 

OH与NO X的模拟效果。关于WACCM-D模式的更多细节 

及其在低电离层中的评估结果，可参考Verronen等 

（2016）的工作。 

在本研究中，WACCM模式的直接输入参数为沉降 

电子产生的IPR高度剖面，参照Pan等（2025）的方法，利 

用沉降电子通量，可通过BERI（Boulder Electron Radia
tion to Ionization Model）模式（Xu等，2018，2020）与 

NRLMSISE-00模式（Emmert等，2022）共同计算该高度 

剖面。 

2.4 磁暴事件 

综合考虑Aura卫星的在轨时间与WACCM-D模式的 

可模拟时段，本研究从2004年8月至2015年12月内（覆盖 

约一个太阳活动周），筛选出31次磁暴事件。筛选标准如 

下：（1） 磁暴期间Dst指数最小值小于−35 nT；（2） 事件 

未发生在SPEs前一天至后十天的时段内（记录SPEs发生 

时间的网址：https://www.ngdc.noaa.gov/stp/space-weath
er/interplanetary-data/solar-proton-events/SEP%20page% 
20code.html）；（3） 事件发生前Dst指数变化相对稳定。 

网络版附表S1列出了31次磁暴事件的Dst指数最小值与事 

件的持续时间。每次磁暴事件发生前的平静期根据Dst指 

数的变化情况确定，并将Dst指数达到最小值的日期记为 

第0天，其之前的n天记为第−n天，之后的m天记为第 

+m天。 

3 结果 

3.1 2004年8月至2015年12月内暴时臭氧损耗 

本研究聚焦于地理纬度55°–80°、高度20–100 km范 

围内的夜间臭氧变化，着重分析每次磁暴事件前后共30 
天内的臭氧演化规律。首先，根据Aura卫星MLS探测器 

的观测数据，事件发生前10天至后20天期间、SZA>95° 
条 件 下 夜 间 臭 氧 日 平 均 体 积 混 合 比 （ VMR ， 单 位 为  

ppmv，1 ppmv=1 μL L −1）。以平静期夜间臭氧VMR为基 

底，进一步计算得到夜间臭氧VMR的日变化率。图1A展 

示了31次磁暴事件内夜间臭氧日变化情况，60–100 km 
高度范围的夜间臭氧变化率在第0天后转为负值，表明事 

件发生后该高度范围内夜间臭氧浓度明显下降，并在第4 
天恢复至暴前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夜间臭氧浓度下降 

率的峰值出现在70 km高度附近，意味着该高度是磁暴 

期间臭氧损耗最显著的区域，这与前人的研究结论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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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son等，2014；Fytterer等，2015；Turunen等， 

2016）。此外，50 km以下高度的夜间臭氧浓度从第5天 

开始降低，表明31次磁暴事件中可能存在部分特殊案例， 

对整体臭氧VMR平均变化率造成了一定的干扰。已知单 

次EEP事件一般仅影响60–80 km高度的臭氧浓度（Anders
son等，2014；Turunen等，2016），因而我们推测，多次 

EEP事件可能通过累积效应将影响范围拓展至更低高度。 

同时，图2D中冬季事件内50 km以下高度的臭氧浓度差 

值（δO 3）呈现出类似变化特征，表明这种现象或许与冬 

季发生的磁暴相关。综上，我们猜测2015年12月连续两 

次磁暴事件是造成图1A中50 km高度臭氧损耗的主要原 

因，相关细节讨论详见3.2节。 

众所周知，平流层臭氧浓度存在年变化、季节变化 

等长期演化规律。为尽量降低这类因素对统计结果的干 

扰，我们沿用Denton等（2018）与Chapman-Smith等（2023） 

的数据处理方法，对2004年8月至2015年12月（剔除31次 

磁暴事件的前10天至后20天）内的日观测数据取平均，估 

算夜间臭氧VMR的年日均参考值，结果如网络版附图S1 
所示。随后，将夜间臭氧VMR的实测日均值与对应的年 

日均参考值相减，得到每日δO 3。图1B展示了31次磁暴 

事件中每日δO 3的总体变化情况。从第−1天至第9天， 

δO 3在两处高度范围内均呈现负向变化特征：一个是 

60–80 km高度，其中在70 km高度附近负偏差最为突出； 

另一个是80–100 km高度，其中在90 km高度附近负偏差 

最为明显。这意味着磁暴发生期间，60–100 km高度的 

臭氧浓度普遍低于年日均参考值。值得一提的是，部分 

高度的δO 3演变趋势也许会受到极端低温、小尺度火山 

喷发等异常事件的影响（Solomon等，2015）。例如， 

2006年行星波活动较弱，当年臭氧柱总量的年最小值达 

到了历史极低（Massom等，2008；Yang等，2008）。后 

续，虽然臭氧浓度随时间整体呈增长趋势，但在2006– 
2009年内（如附图S2所示），南半球6月中旬至10月中旬 

与北半球秋季期间，75–100 km高度臭氧平均含量仍明 

显低于2004–2015年的平均含量（如附图S1所示）。这可 

能导致80–100 km高度内臭氧浓度一直低于平均水平。 

然而，通过对比60–100 km高度内δO 3与臭氧VMR变化率 

在第0天前后的突变特征，我们可以得到明确的结论：磁 

暴能对该高度范围内的臭氧浓度产生显著影响。 

在平静时期，不同季节内大气臭氧的变化趋势存在 

明显差异，因此可以通过分析δO 3的季节变化特征对比 

不同季节下大气臭氧对磁暴的响应情况。31次磁暴事件 

的臭氧观测数据按照季节进行分类处理，结果如图2所 

示。正如前文所说，由于异常事件的存在，图2A与图2C 
中80–100 km高度处臭氧浓度直到第20天才恢复至暴前 

水平；同样，图2D中该高度范围内臭氧浓度整体低于平 

均值。尽管如此，通过判断第0天前后δO 3的增减趋势， 

仍然能识别出四个季节内磁暴对大气臭氧的作用特征。 

与图1的结果相符，四个季节内磁暴发生后，60– 
100 km高度的臭氧浓度均会快速出现明显下降。但不同 

季节下，大气臭氧对磁暴的响应存在差异。在冬季，臭 

氧响应最显著的区域位于60–80 km高度，并且冬季也是 

四个季节中臭氧损耗范围最广、程度最严重的季节；春 

秋两季的臭氧损耗程度处于中等水平，其中春季臭氧损 

耗峰值出现在80–100 km高度，秋季则在60–80 km高度 

达到损耗最大值；与之相反，夏季磁暴期间相同高度内 

臭氧损耗现象则十分微弱。 

不同季节臭氧浓度对EEP的响应存在差异，这可能 

与背景大气化学成分及动力学过程的季节性变化有关。 

图 1 31次磁暴期间，地理纬度为55°–80°、高度为20–100 km夜间臭氧VMR变化率（A）与δO 3（B）的变化特征。黑色虚线标注的是第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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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季，充足的光照不仅能促进臭氧的生成过程，还会 

加速NO X的分解（Rodger等，2010a），因此磁暴引起的臭 

氧损耗现象变得不明显。相反，冬季极地区域光照不足， 

缺少有效的臭氧补充机制；而且冬季NO X的寿命更长， 

并可通过极地涡旋影响平流层臭氧浓度（Turunen等， 

2009）。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冬季磁暴导致的臭氧损 

耗更显著、持续时间也更长。 

为了解释图2D中广泛存在的δO 3负值现象，我们对 

南北半球冬季磁暴期间δO 3的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如 

附图S3所示，与北半球相比，南半球冬季磁暴期间 

80–100 km高度的δO 3变化并不明显，这主要是因为 

2006–2009年南半球冬季75–100 km高度的臭氧平均浓度 

显著低于2004–2015年的平均水平（如附图S1和S2所示）。 

尽管统计结果会受到异常年份的影响，但仍然能观测到 

南半球冬季约70 km高度处臭氧对磁暴的响应。此外， 

臭氧对磁暴的响应还呈现出南北半球不对称性。总之， 

冬季磁暴期间臭氧损耗最为突出，其次是春季和秋季， 

而夏季臭氧受磁暴的影响最微弱，这是由于夏季白天充 

足的光照既能促进臭氧生成，又可加速NO X的消耗，最 

终导致夜间臭氧浓度升高（Fytterer等，2015）。 

3.2 2015年12月连续两次磁暴期间臭氧损耗 

在分析磁暴期间夜间臭氧浓度变化情况时，我们发 

现在2015年12月发生的连续两次磁暴事件中，北纬55°– 
80°、高度40–60 km范围内的夜间臭氧浓度出现明显降 

低，而60 km以下高度臭氧损耗现象通常在SPEs期间被 

观测到（Verronen等，2005；Turunen等，2009；Rodger 
等，2010a；Andersson等，2014；Chapman-Smith等， 

2023）。 

如图3C所示，在12月14日14:00 UT左右，Dst指数突 

然升高，标志着磁暴急始（Storm Sudden Commencement， 

SSC）的发生；当日20:00 UT左右，Dst指数下降至最小值 

−55 nT。而后，Dst指数在12月19日17:00 UT左右再次急 

剧上升，意味着第二次SSC的出现；12月21日02:00 UT 
左右，Dst指数达到最小值−159 nT。图3A与图3B中夜间 

臭氧VMR变化率与δO 3的变化特征说明：第一次磁暴期 

间，60–100 km高度的夜间臭氧浓度先降低后逐渐增加， 

但还未恢复至暴前水平；第二次磁暴事件进一步加剧了 

该高度范围内臭氧损耗。与3.1节结论一致，两次磁暴 

后，70 km高度附近臭氧浓度最大下降率高达34%，远高 

于其他高度的下降幅度。并且，在第二次磁暴恢复相期 

间，臭氧损耗范围慢慢向下延伸至约40 km高度，该高 

度臭氧浓度最大下降率为10%左右，而这一现象正是图 

1A与图2D中40–60 km高度处臭氧浓度降低的主要原因之 

一。在两次磁暴期间，60 km以上高度夜间臭氧损耗程 

度与单次强磁暴事件的臭氧衰减水平相当，但60 km以 

图 2 地理纬度为55°–80°、高度为20–100 km的δO 3在不同季节的变化特征。黑色虚线标注的是第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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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高度臭氧响应却表现出独特性。通常，这种低高度的 

臭氧损耗现象与SPEs相关。 

或许能通过HO X与NO X的演变情况来解释这一特殊 

现象。磁暴期间，EEP可以提高大气层中HO X与NO X的浓 

度，但二者的存活时间不同。通常HO X寿命比较短，仅 

为数天；而NO X在弱光照条件下可长期存活。此外，在 

冬季，部分NO X还可通过高纬极地涡旋向下传输至约 

15–50 km平流层高度（Denton等，2018）。结合图3A与图 

3B中夜间臭氧浓度的变化特征，我们提出如下假设：第 

一次磁暴期间，由EEP产生的HO X与NO X，一部分与 

60–100 km高度的大气臭氧发生反应，另一部分传输至 

更低高度；当第二次磁暴发生时，相同过程再次发生， 

即部分HO X与NO X在原位参与臭氧消耗，其余继续向下 

输运。两次磁暴中，过量HO X与NO X累积，导致60 km以 

下高度HO X与NO X的浓度增加，引发可观测到的臭氧损 

耗现象。为深入理解上述大气响应过程，我们采用 

WACCM-D模式对两次磁暴期间大气成分进行模拟，来 

验证假设的合理性。 

3.3 2015年12月大气模拟结果 

如图4所示，五颗POES卫星每日的运行范围可覆盖 

全球，利用它们的探测数据，能获得每日全球电子沉降 

信息（Tian等，2020）。因为MEPED探测器0°望远镜测量 

的是能量E>30、100及300 keV电子积分通量，所以需要 

将积分通量转换为差分通量。假设10 keV以上能量的沉 

降电子满足幂律分布（Smith-Johnsen等，2018），则电子 

差分通量 fe可表示为公式（4）：  

f E c E( ) =  (4)e

将 fe从能量下限Emin积分至无穷大，即可得到相应的电子 

积分通量Fe，如公式（5）所示：  

F E E c E E c E( ) =   d = 1 (5)e
E

min min
1

min

对公式（5）等号两侧同时取对数，得到公式（6）：  

F c Eln = ln 1 + (1 )ln (6)e min

式中，Emin代表电子的最低能量，c与 均为常数。将 

图 3 2015年12月5日至30日，北纬55°–80°、高度20–100 km范围内夜间臭氧VMR变化率（A）与δO 3（B）的变化特征，以及Dst指数和AE指数（C）。两 

条黑色虚线分别标注两次磁暴事件中Dst指数达到最小值的日期  

图 4 2015年12月21日五颗POES卫星在磁赤道上的映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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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PED探测器三个能量通道测得的电子积分通量代入公 

式（6），并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拟合，即可求解出参 

数 cln 与 ，根据公式（4）进而得到沉降电子的能谱。 

图5对比了MEPED探测器三个能量通道测得的电子 

积分通量与拟合能谱对应的电子积分通量，结果显示所 

采用的拟合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需要注意的是，探 

测器E1至E3通道可能受到能量范围为210–2600 keV的质 

子污染（Yando等，2011；Nesse Tyssøy等，2016）。但本 

研究目标是通过对比四种不同沉降输入的模拟结果来验 

证假设：（1） 无磁暴事件发生（记为“NoStorm”）；（2） 仅 

第一次磁暴事件发生（记为“FirStorm”）；（3） 仅第二次磁 

暴事件发生（记为“SecStorm”）；（4） 两次磁暴事件均发 

生（记为“TwoStorm”），只关注四种条件下大气成分的相 

对变化，因此质子污染在分析中可忽略不计。 

从图3C中AE和Dst指数的变化情况可知，除两次磁 

暴之外，12月5日至30日期间还发生了多次亚暴事件。由 

于WACCM-D模式的模拟从每月1日开始，为排除12月1 
日至12日期间亚暴事件的干扰，我们用单个平静日（12月 

24日）的电子沉降通量代替这12天内的每日电子沉降通 

量，作为模式的输入。这一处理方法有助于清晰地识别 

连续两次磁暴事件通过EEP对大气层的作用。此外，在 

模拟12月14日至22日、12月20日至21日、12月14日至16 
日这三个时段时，我们同样用该平静日的电子沉降通量 

作为输入，分别对应NoStorm、FirStorm及SecStorm三种 

模拟条件。图6展示了四种输入条件下，2015年12月北半 

球高纬区域能量E=84 keV的沉降电子差分通量变化。由 

图6可见，两次磁暴期间（以竖线标注）的电子沉降通量显 

著增强，并且12月26日至27日观测到的沉降电子通量增 

加，说明发生了孤立的亚暴事件（参见图3C中AE指数的 

变化）。 

NoStorm的模拟结果可用于衡量平静时期的大气层 

变化，以此为基准，能计算出其他三种磁暴条件下大气 

成分的相对变化率。图7A至图7F分别展示了相对于No
Storm、FirStorm、SecStorm及TwoStorm三种磁暴条件下 

模拟的HO X浓度与NO X浓度的变化率。当第一次磁暴发 

生时（即12月15日，如图7A与图7B所示），70 km高度处 

图 5 2015年12月5日至30日，POES卫星提供的电子积分通量（A、C、E）与拟合能谱对应的电子积分通量（B、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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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HO X浓度与90 km高度处的NO X浓度大幅上升。但由于 

第一次磁暴强度较低，HO X与NO X的受影响范围相对较 

小，因此二者浓度很快恢复至平静期水平。当第二次磁 

暴发生时（即12月21日，如图7C与图7D所示），30–80 km 
高度范围内HO X浓度与40–80 km高度范围内NO X浓度显 

著升高。其中，HO X浓度很快停止变化，而NO X因在冬 

季极地区域内光化学寿命较长，直到12月30日，其浓度 

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当两次磁暴共同作用时（如图7E 
与图7F所示），HO X与NO X的浓度变化并非两次单磁暴效 

应的简单叠加，而是二者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一现象在 

图 6 在NoStorm（A）、FirStorm（B）、SecStorm（C）与TwoStorm（D）四种输入条件下，能量E=84 keV的沉降电子差分通量。两条黑色虚线分别标注 

两次磁暴事件中Dst指数达到最小值的日期  

图 7 不同条件下模拟得到的HO X与NO X相对变化率。（A–F） 与NoStorm相比，FirStorm、SecStorm与TwoStorm条件下模拟得到的HO X与NO X相对变 

化率；（G，H） 与SecStorm相比，TwoStorm 条件下模拟得到的HO X与NO X相对变化率；两条黑色虚线分别标注两次磁暴事件中Dst指数达到最小值 

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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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X的变化中尤为明显。例如，当独立分析单磁暴事件 

时，在两次磁暴的间隔期间（即12月17日至19日），图7B 
与图7D中60–80 km高度处NO X浓度无显著变化；与之相 

反，图7F中同一时空位置处的NO X浓度明显增加，表明 

两次磁暴之间存在交互作用。此外，由于第二次磁暴的 

强度远高于第一次，其对于大气层的影响可能占据主要 

地位，甚至会掩盖第一次磁暴的效应。比如，在12月20 
日之后，图7D与图7F中NO X浓度的变化趋势十分相似。 

为了验证第一次磁暴是否会影响第二次磁暴对大气层的 

作用，我们需要着重分析SecStorm与TwoStorm两种条件 

下大气成分的差异。 

选取SecStorm的模拟结果作为参考，计算TwoStorm 
条件下大气成分的相对变化率，结果如图7G与图7H所 

示。与SecStorm相比，TwoStorm条件下HO X浓度与NO X 

浓度的变化存在两个主要的差异：其一，第一次磁暴导 

致 二 者 相 对 浓 度 升 高 ； 其 二 ， 第 二 次 磁 暴 发 生 时 ，  

50–90 km高度范围内HO X相对浓度与70 km以上高度的 

NO X相对浓度进一步上升。考虑到这两个差异对应的高 

度范围相近，我们推测在第一次磁暴后，冬季高纬地区 

产生的HO X与NO X还未恢复至暴前水平，就受第二次磁 

暴驱动的EEP影响，二者浓度再次增加。因此，在两次 

磁暴期间，大气层中积累着大量由EEP生成的HO X与 

NO X，这些物质与臭氧发生反应，最终导致臭氧浓度大 

幅下降。 

4 总结 

本研究对2004–2015年内31次磁暴事件，南北半球 

55°–80°地理纬度范围内夜间大气臭氧浓度变化进行了统 

计分析。结果显示，磁暴期间EEP主要影响约70 km高度 

的臭氧浓度。将事件按照发生的季节分类，并利用δO 3 

（相对于年日均参考值的臭氧浓度偏差）量化不同季节的 

磁暴对臭氧的影响，我们发现冬季发生的磁暴能引发范 

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臭氧损耗，其次是春季和秋季 

的磁暴，而夏季磁暴对臭氧的影响最弱。 

通过对2015年12月连续两次磁暴事件的研究，进一 

步展示了北纬55°–80°内夜间臭氧的变化情况。在第一次 

磁暴期间，60 km以上高度的臭氧浓度先降低后出现部 

分恢复；而后续发生的第二次磁暴，不仅加剧了60 km 
以上高度的臭氧损耗，还将损耗范围向下延伸至约 

40 km高度。与暴前相比，40 km左右高度的臭氧浓度下 

降约10%。在先前的研究中，这类低高度臭氧损耗通常 

被认为由SPEs所致。 

多数研究表明，磁暴主要通过EEP生成HO X与NO X， 

进而导致臭氧损耗。针对2015年12月连续两次磁暴事件， 

我们采用WACCM-D模式，结合不同的EEP输入，得到 

HO X与NO X在模拟中的变化。模拟结果显示，第一次磁 

暴期间，HO X与NO X的浓度升高，但还未恢复至暴前水 

平，就受到第二次磁暴的作用，大气中积累了过量的 

HO X与NO X，这些物质持续与臭氧发生反应，最终造成 

观测到的大范围臭氧损耗。 

综上，结合观测与模拟结果，我们证实了短期内连 

续发生的磁暴不但会导致冬季高纬度地区大气臭氧的大 

幅下降，而且能引发约40 km高度的臭氧损耗——这一 

现象此前普遍被认为与SPEs相关。在以往的研究中，磁 

暴对臭氧的作用主要集中于约70 km高度，并且影响强 

度通常弱于SPEs。但需要注意的是，EEP发生频率明显 

高于SPEs。部分研究通过长期的数据统计发现，在EEP 
事件高发年份，冬季中间层的臭氧浓度显著低于EEP事 

件低发年份（Andersson等，2014），这说明在太阳活动高 

年，每一到两周发生一次的磁暴或许会对中间层臭氧存 

在持续性抑制作用（Daae等，2012）。本研究为上述假设 

提供了关键的观测证据，即当地磁环境处于不稳定状态， 

且冬季极地臭氧缺少有效补充机制时，连续磁暴所伴随 

的EEP可导致冬季半球出现显著且持续时间较长的臭氧 

损耗。 

5 讨论 

多数研究都讨论过MEPED仪器电子通量的校正方法 

（Yando等，2011；Peck等，2015；Nesse Tyssøy等， 

2016）。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了一种简化的方法，即不 

考虑质子污染，并假设沉降电子满足幂律分布，仅利用 

0°望远镜的观测数据计算沉降电子的差分通量。尽管该 

能谱被用作WACCM-D模式的输入，但仍不够精确。此 

外，由于未考虑90°望远镜的观测数据，本研究的模拟结 

果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磁暴期间HO X与NO X的浓度变化。 

除了通过与大气中性成分反应生成HO X与NO X，EEP 
还能增强北半球冬季极地涡旋，而极地涡旋的增强会进 

一步促进NO X向低高度传输，最终导致平流层下部出现 

更显著的臭氧损耗（Salminen等，2024）。这意味着， 

2015年12月冬季半球观测到的大范围臭氧损耗，不仅是 

连续磁暴期间HO X与NO X累积效应的结果，还可能受到 

极地涡旋、重力波等动力学过程的驱动。因此，该时期 

具体的大气动力学过程仍需深入研究。探究连续磁暴所 

伴随的EEP如何影响大气化学与动力学过程，是未来重 

要的研究方向之一，将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臭氧损耗机制 

的理解。 

臭氧的日变化受多种因素调控，例如，亚暴驱动的 

EEP同样可造成60 km以上高度的臭氧损耗（Ander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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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14），而磁暴发生过程中常伴随亚暴活动的爆发。 

在2015年12月第一次磁暴发生前，图3B中已观测到两次 

由亚暴驱动的臭氧损耗；此外，12月27日发生的亚暴叠 

加了前两次磁暴的影响，进而加剧了50 km以下高度的 

臭氧损耗。模拟结果中HO X浓度与NO X浓度的升高（图 

7），与观测到的臭氧浓度持续下降（图3A与图3B）十分吻 

合，充分凸显了连续发生的EEP事件在调控大气臭氧分 

布中的关键作用。具体而言，发生于磁暴前的亚暴可引 

发臭氧初步衰减，而磁暴结束后发生的亚暴则可叠加磁 

暴的作用，导致臭氧进一步损耗（如Daae等（2012）中的 

图3所示）。在30天的时间窗口（第−10天至第20天）内， 

亚暴与磁暴的活动过程存在较强耦合性，难以对二者进 

行有效分离并单独量化磁暴对臭氧的作用，这也导致图1 
与图2中，磁暴发生前后均存在臭氧损耗的现象。根据亚 

暴的活动特征，我们猜测亚暴驱动的EEP主要影响夜间 

高纬度区域的臭氧浓度，且其导致的臭氧损耗持续时间 

相对较短。此外，中等强度磁暴期间中低纬度区域观测 

到极光电子沉降的现象（Ma等，2024）表明，EEP引起的 

大气扰动或许还会延伸至更低纬度。探究不同驱动源（如 

磁暴与亚暴）驱动的EEP事件，可加深我们对磁层-电离 

层-大气层耦合机制的理解，并进而提升大气模型的模拟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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